张肇骞院士生平※
张 经 炜

植物学家张肇骞，号冠超。汉族。浙江永嘉人。1900年12月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祖父为清代进士，父是清代秀才。十岁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即现今之温洲中学）。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对植物有浓厚兴趣。1920年，“五四”运动不久；入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并积极投入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中，带领学生闹学潮，因而被校方开除。翌年，复考取东南大学生物系就读，先后发表了“普通肥料的主要成分”（1924）与“实用园艺学”（1924-1925）两篇文章。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是胡先骕、钱崇澍、邹秉文等的优秀弟。北伐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张肇骞随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讲师。1933年被派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与爱丁堡植物园留学，研修植物分类学与植物区系学。先后发表有关菊科论文五篇，即：“中国菊科的一些新种”（SOME NEW SPECIES OF COMPOSITAE OF CHINA，1933），“中国菊科植物之观察”（OBSERVATTON ON THE COMPOSITAE OF CHINA．1933－1934），“中国莴苣属植物识别”（CONTRIBUTIO A COGNITIONEM GENERIS LACTUCAE，1934a）,“中国菊科新种”（COMPOSITAE NOVAE SINENSIS,1934b）,“中国菊科植物之研究”(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COMPOSITAE OF CHINA,1934c),“中国菊科植物之新种”（COMPOSlTAE NOVAE SINENSIS,1934-1935）。1935年自英返国，先后在广西大学和浙江大学任副教授，发表有“对于中国菊科植物之贡献”(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COMPOSITAE,1936)，“广西菊科一新属”(A NEW GENUS OF COMPOSITAE FROM KWANGSI,1937a)，“海南菊科志”（AN ENUMERATION OF HAI NAN COMPOSITAE,1937b）。由于受到陈焕镛教授和E D MERRILL教授的信赖，1938年就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植物研究所主任、浙江大学教授。其后，日军自南宁侵犯柳州，张肇骞随浙江大学迁徙，历尽艰辛，西迁至贵州湄潭。1940年，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安成立，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授任校长。翌年，在农学院建立生物系，张肇骞应邀出任教授兼系主任，遂于暑期自黔赴赣。是年，发表了“菊科一些新的和未全知种”(SOME NEW AND IMPERFECTLY KNOW SPECIES OF COMPOSITAE,1941a)和“广西罗汉松属新种”(A NEW PODICARPUS FROM KWANGSI,1941b)两篇文章。

抗日战争期间，带领学生流离颠簸于赣东北山区，生活异常艰苦，先生家中带入个敷出，但仍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张肇骞离开江西到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技师兼北京大学教授。先后发表有：“中国三十年来之植物学”(THE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BOTANY,1947)，“中国西南部堇菜属之研究”(A STUDY ON VIOLA OF SOUTH-WESTREN CHINA,1949a)，和“华东堇菜属一新种”(A NEW VIOLA FROM EASTERN CHINA,1949b)。1948年，他以中国牻牛儿苗科（GERANIACEAE）为题培养了一名硕士研究生，亦即黄成就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肇骞于1950年参与了钱崇澍、吴征镒为首的重新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将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腾出文津街3号作为中国科学院最初院址的工作。因而于1953年与吴征镒、林熔并列为新成立的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任一级研究员。是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此期间，他服从组织分配，毫无保留地分管行政工作和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工作。他依靠组织，努力学习政治。他积极参与《河北植物志》（建国后组织的第一部集体编写的植物志）和《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检索表》的工作，并与林熔合作组织了第一批研究菊科的力量。发表有“千里光属及其近缘各属之新种”（NEW SPECIES OF SENCIO AND ALLIED GENERA 1951）。

1954年12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张肇骞出任副所长。他甘为副职，毫无保留地服从分配，举家南下广州。华南植物所原是中山大学的一部分，改隶中国利学院时，只有十多个研究人员从事单一的植物分类研究工作。为了把该所从一个单一学科的研究所办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机构，张肇骞到任后，根据国家规划，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生产建设的需要，克服一切困难和各种阻力，协助所长陈焕镛教授开展了大量工作；是年，赴印度出席世界第四届林业会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会员；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筹委会委员和农业科学小组召集人之一，并担任华南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中国科学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成立，张肇骞任队长，领导并参加华南热带、亚热带资源植物开发利用的综合考察，历时五年，先后在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为寻找以橡胶宜林地为主的热带作物资源开发，三省（区）的综合自然区划，广东省农林区划而积极开展工作；是年，翻译出版C.达尔文著的《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一书：出席印度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学术会议并作了有关海南岛植被的报告。1958年，中华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广东省分会成立，任秘书长。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决定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同年11月在北人召开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作为编委，他参加了第一届编委会。1961年，任中共华南材物研究所分党组副书记。1962年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党委委员；是年12月，率团赴越南进行植物学考察；同年，任国家科委橡胶热作组成员；1963年，任《科学通报》第五届编委会编委；发表论文“齐头绒属在分类系统上位置的研究”。1966年，任华南植物研究所代理所长。此外，他还先后担任过学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交流协会广州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植物学报》编委：《植物分类学报》编委；广东省植物学会理事等职务。

人民政权的建立，使先生精神焕发，他为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为中国植物学的光辉前景而欢鼓舞。他亲自经历和体验了党的政策和党对科学的重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好祖国，他说：“现在才是发展科学的时代”。他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共产义，通过自己的实践承认共产主义。他努历工作，积极靠拢组织，并于1956年4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思想活跃，关心群众，谦虚谨慎，治学严谨，理论联系实际，科研结合生产。其思想作风，素为人所称道。早在四十年代，他已是国内著名学者，但在协助胡先骕教授讲授《高等植物分类学》时，也和学生一道全神贯注地听讲，并作详细笔记。学生问其故，他说：“学无止境，能者为师”。有人问他成功的秘决时，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天赋，只不过重于学习和实际罢了”。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建议每月举行一次“科学茶会”，清茶薄点，边喝边谈，畅所欲言，互相交流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以活跃学术气氛。平时上班工作繁忙，下班在家仍高朋满座。只要来人商讨学术问题，从不厌其烦，耐心交谈。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己十分俭朴，却乐于助人。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常入不敷出，以粥代饭；但他却以种洋葱的微薄收入来资助学生的生活和同业教授的路费。1957年，他以近六十之躯，率队赴红水河考察，为照顾其身体，行政上配马一匹以代步，他却把马用来驮运标本和行李，自己则跨激流，攀峰林，和队员一道同甘共苦，坚持步行考察。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他从事教学，一丝不苟，积极收集植物学研究的新成就，充实教材，使学生具有更广阔的知识和视野；从形态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当时较新的观点阐述分类之依据，比较各分类系统以评价当时较完整的系统。他对植物标本的采集，很重视生境条件、土壤状况和其它生态资料，使收集的每一张标本都有较完整的说明，有时为了一个标本和一个完整的说明，不惜四处翻阅资料与外出考察。为了确定华南植物研究所的新所址，他亲自多次到广州近郊龙眼洞勘察，确认那里的地形、气候都十分适宜从事植物研究工作才作搬迁。他非常重视学科间的协作和渗透，认为要发展植物分类学，必须利用形态学、解剖学、胚胎学、细胞学、生物化学、古植物学等学科的成就和手段，才能更好地阐明植物系统演化原理。因此，张肇骞到广州后，首先在生态地植物学方面积极培养干部，委任何绍颐和王铸豪两先生筹建植物生态学研究室，并充实土镶、气象、微生物和化学分析等专业人员；逐步调整植物分类学研究室：选派人员到南京大学进修苔藓学和古植物学，以填补学科空白：选送干部进修植物化学和细胞学、遗传学抽调贾良智先生组建植物资源研究室；在留美学者郭俊彦博士的协作下，建立了植物生理和生物化学研究室；在喻诚鸿先生的协作下，建立了形态学和解剖学研究室；大力开展研究工作。他强调应用与发展研究，重视植物引种驯化工作。为了寻找向大陆引种亚、非、拉美热带植物中的中转站，1946年春，他亲自带队到海南岛作环岛考察，选定落笔洞作为植物引种驯化基地，开展引种驯化了作。他重视科研单位与大学间的协作，先后聘请中山大学张宠达、华南农学院院蒋英和徐祥浩、华南师范学院莫熙穆、江西大学林英等教授来华南植物研究所兼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张先生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在十年动乱期间，张鉴骞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他对党却坚信不移，并从1968年起，每月上交党费10O元，以表达他对党组织的深厚感情。在其病危期间，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前途；植物学科的发展和于女的成长。1972年1月18 日，先生终因患病（肺癌）不治而辞世。

著名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德马捷达迪(Heinrich von Hander-Mazzitti)早年曾评价张肇骞为“非常聪明的年青人”。他熟知英、德、法、俄、拉丁文，对菊科、堇菜科、毛莨科、罗汉松科等植物分类有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著、译作28篇，新种75个，新变种7个，新改名的植物13个，他对红水河流域考察地区植物区系的研究为我国植物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张肇骞院士的这些成就远远不能反映他对我国植物学发展的贡献。在其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主要精力集中在科学的组织管理和下一代科研人才的培养工作上，不惜牺牲自己的科研工作，甘为人梯。在第肇骞院士的精心策划下，华南植物研究所已逐步建成为华南地区学科配套，并拥有一批学术带头人的植物学综合研究中心。张肇骞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活动家，他以其毕生的精力为发展我国的植物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自陈忠毅主编，《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1999.P.15-18.





